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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imulate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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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release development vitality.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l resource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external re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aly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motion focus and job craf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focus and job crafting.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analysis of enterprise micro survey data,The results fi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 promotion focus and job crafting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m;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promotion focus and job crafting, but also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motion focus and job craf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nsider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opens the "black box"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ing employee bootleg innovation,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employee crea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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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获取尖端创新成果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些成果的实现依赖于员工创新主体意识的发挥。但传统的管理模式层级僵化、流程繁多，极大地削弱了员工创造力，导致其创新行为严重受阻[1-2]。此时，员工会通过一系列非正式途径私下落实创新想法，越轨创新得以衍生。实践证明，员工通过越轨创新所获成果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3]。由此引致员工越轨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热潮。既有文献主要基于领导类型、领导特质、个体因素等方面对员工越轨创新加以探讨[4-5]，从组织变革层面进行论证的研究却十分有限。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交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基于区块链及云计算的数字化转型，优化了运营流程，减少了员工之间的非必要接触，组织环境变得更为轻松。在非严苛规范化的组织环境中，个体更容易产生越轨创新行为[6]。但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尚未得到验证，因而本研究试图揭开这一“谜底”。
资源保存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适配的理论视域，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具备较多资源的个体通过增值螺旋可以使其资源更为丰富，从而有效预防和应对压力对自身资源的侵袭[7]。因此，当员工面对数字化转型时，更多资源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抵御学习数字化工作技能而引致的压力对心理资源的损耗，还能孕育出新的增值螺旋，从而使其进一步关注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长期效益，个体内在工作动机得以激发，甚至采取越轨创新方式开展工作实践。Woodman等[8]提出，资源一般可以基于内部特质和外部环境两个通道获取。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本研究试图立足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探寻影响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关系的不同资源，并详细分析这些资源在其中发挥的效用。个体因素层面，员工以何种态度应对数字化转型取决于其是否关注结果的积极属性。促进调节焦点是代表进取动机导向的状态性资源。资源保存理论提出，更多资源能够促发增值螺旋，增强个体信心。因此，促进调节焦点有助于激发员工变革意愿[9]，可能是越轨创新行为产生的诱因。同时，数字化转型搭建的运营平台重构了业务流程。员工为更好适应新模式，会对工作内容及关系边界加以重塑[10]。随着能力与工作匹配度的提升，员工获取了更多工作资源，资源增值螺旋得以形成，为实践越轨创新增加了动力。因此，促进调节焦点与工作重塑大概率能够传导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情境因素层面，领导期望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多发展红利，因而他们会给予员工较多的上级发展性反馈。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更多资源能够激发个体资源增值螺旋。因此，在上级发展性反馈这一组织资源的作用下，员工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数字化转型。并且，个体促进调节焦点的激活、工作重塑行为的衍生均与上级发展性反馈密切相关[11]。因此，上级发展性反馈可能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的关系之间发挥着“触媒”效用。
综上，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从个体具备的内在资源和组织情境的外在资源两个层面入手，分析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及工作重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探析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关系是数字技术领域与人力资源管理交叉研究的有益尝试，能够填补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行为研究的缺口；第二，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员工越轨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工作重塑→员工越轨创新”的逻辑机制，从内在动机和外在行为两个维度深化了员工越轨创新诱发因素的研究；第三，引入上级发展性反馈作为调节变量，明晰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边界，为企业有效管理员工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员工越轨创新
员工越轨创新是个体坚信自己的创意能够助益企业发展，因而采取一系列非正式途径持续落实创新思维的过程[12]。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兼具行为非法和目的合法双重色彩属性的行为，分为未获上级批准、但预期能够提升组织绩效的私下创新行为[13]和上级知晓后的违命创新行为[14]。第一种观点将越轨创新认定为具备隐秘性的“地下活动”[15]。第二种观点描述了越轨创新行为的极端情况，即员工创新思路遭到上级否定后，其坚持自我，违背上级指令并继续开展创新实践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在强调“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下，员工公然违命上级的情况鲜见。因此，本研究立足私下创新的视角展开系列探讨。
2.2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革新运营方式、强化信息处理效能，进而提高自身价值水平的过程[16]。较之于传统的组织变革，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智能模式对个体的工作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加速了先进机械对低端劳动力的替代[17]，员工面临一定压力。同时，数字化转型所催生的区块链、云计算模式打破了“数据孤岛”的桎梏，海量的数据信息能够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而线上化的运营模式又给予员工较大的空间去落实创新思维。因此，面对数字化转型，员工为了继续留任组织，将对自身行为加以改变，进一步展现个人价值。
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的组织架构推动了商业模式的创新[18]，员工为适应新模式、完成数字化的角色转变，将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较多的个体可以通过增值螺旋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源，不易受到资源损耗的侵袭[7]，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因此，员工倾向于获得更多工作资源以缓冲新模式引致的压力。数字化转型所构筑的远程和线上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员工之间的非必要接触，由此产生的工作自主性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内部工作动机，解除了员工对于上级和同事的顾虑和担忧。为了尽快完成组织任务并提升工作绩效，员工会选择打破工作常规，私下落实创新想法，越轨创新得以产生。此外，数字化转型借助海量数据使得企业价值链及生产状态得以重构，激发了员工创新内驱力，心理资源得以充裕。资源保存理论提出，较多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形成增值螺旋[7]，基于增值螺旋情境，员工会进一步萌发资质过剩感。过剩资质的角色外溢强化了员工的工作效能，有助于其发觉当前认知框架内难以捕捉的创新思维[19]，个体自信心和优越感得以提升，促使员工自发寻求改变现状的越轨创新行为。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为员工提供非严苛规范化工作环境、激发个体资质过剩感而促发了其越轨创新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2.3促进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
个体行为具有两种由环境驱动的实现路径，即趋利导向下的促进焦点和避害导向下的防御焦点[20]。促进焦点对获取积极结果存在正向调节并促使个体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进取动机导向，更关注自我实现[21]。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可能通过激活员工的情境调节焦点进而对其行为加以影响。
数字化转型依托智能技术将企业运营从实体空间转至网络平台，以优化信息渠道，释放发展红利。员工所具备的传统知识技术与新颖的数字化业务适配面临考验，进而催生一定的压力。资源保存理论指出，面对压力个体会及时终止资源损耗以更好地缓冲心理紧张感[7]。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员工为了保存心理资源不受压力损耗并进一步获取更多工作资源形成增值螺旋，会选择进行自我调节，关注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长期效益，使自身处于获得性的框架之中，进而调动促进调节焦点的形成。促进调节焦点是代表进取动机导向的状态性资源。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更多资源有助于资源增值螺旋的形成[7]，从而强化个体信心。因此，在促进调节焦点的作用下，个体更加注重理想自我的实现[22]，对挑战性目标愈发敏感[23]，倾向于对不确定事物做出肯定性反应[24]，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为了提高组织绩效，员工不愿错失任何能够带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因而会选择目标趋近导向，偏好求索创造并私下推进创新想法，越轨创新得以衍生。综上，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激活了员工促进调节焦点，在促进调节焦点的作用下，个体以实现理想自我为目标，更容易产生越轨创新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促进调节焦点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2.4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为节余资本、支持后续运营，数字化转型企业将综合评估员工数字知识技能并对庞杂机构和冗余部门进行整合重组，进一步释放了富余劳动力，个体面临被替代风险并由此衍生一定压力。为此，员工会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工作方式加以重塑，树立个人正面形象，减少未来受损的几率[25]。资源保存理论为诠释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指出，较多资源使得个体拥有更多机会充裕自身资源储量并进一步形成获得性的增值螺旋[7]，从而抵消压力对自身固有资源的损耗。因此，面对数字化转型所引致的压力，员工更倾向于做出自我改变，积极适应新的组织架构，学习数字业务技能，从而获取更多工作资源，形成获得性的增值螺旋，进一步保存自身固有资源。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本研究认为在此情境下，为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并增加个体资源，员工会实施改变工作内容及关系边界以使自身获得更多价值的工作重塑行为[26-27]。
员工借工作重塑使个人资源与工作要求更加契合，满足了自我需求[28]，收获了积极的心理体验[29]，个体心理资源得以充裕。资源保存理论指出，更多资源可以助益增值螺旋的形成[7]，从而增强个体信心。因此，通过工作重塑行为，个体内在工作动机得以激发，因而愿意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实践角色外的创新行为。同时，工作重塑使员工得以获取新的信息，革新了固有知识体系，基于新的视域其拥有更多机会发现组织的潜在问题与矛盾[30]，有助于员工对工作进行批判性思考，突破陈规道矩，进而产生越轨创新行为。综上，工作重塑不仅能够应对数字化转型而且进一步诱发了员工越轨创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工作重塑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2.5上级发展性反馈的调节作用
领导作为组织资源的主要持有者，期望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发展红利，因而会对员工进行积极反馈。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而言是一种重要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发展、进步[31]，对其内在动机及外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上级发展性反馈，员工能够更好地明晰自身优势及不足，其成长需要被唤醒，进而自发寻求进步空间，认真投入工作，取得更多有益信息及工作资源。资源保存理论提出，具备较多资源的个体不易受到资源损耗的侵袭并且更有能力获取丰富的资源，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形成新的增值螺旋[32]。数字化转型推动组织运营模式发生更迭[33]，对员工的数字知识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并催生一定压力，个体心理资源受到损耗。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面对资源的损耗个体会衍生保存资源的倾向，并期望获取更多资源[32]。如果此时能够得到来自上级的发展性反馈，员工就可以拥有更多组织资源去中断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压力对自身资源的侵袭，形成新的增值螺旋，进而关注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长期效益。因而在上级发展性反馈这一组织资源的作用之下，员工不仅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数字化转型，而且可以借助源自上级的有益信息尽快适应数字化的组织模式，在工作岗位上持续深耕，突破瓶颈，进而对自身发展充满信心，促进调节焦点得以更为强化的激活；同时，接收到的有益信息还有助于员工明确数字化的组织要求，对标个体数字工作技能，深刻反思自我，继而产生更为明显的工作重塑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H5：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2.6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结合以上推论可知，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又分别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上述假设演绎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用模型。具体而言，上级发展性反馈分别调节了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来自上级的发展性反馈越强，数字化转型激活员工促进调节焦点的程度就越高，由此员工越轨创新就会因较高的进取动机导向而得到促进。同理，来自上级的发展性反馈越强，数字化转型能够诱发更多的工作重塑行为，由此员工越轨创新就会因个人资源与工作要求的更加契合而得到强化。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调节焦点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路径。
H7：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路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数字化转型
上级发展性反馈
促进调节焦点
员工越轨创新
工作重塑








图1 理论模型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对象锚定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由部门组长及其下属填写相关问卷。调研行业涉及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数据收集工作分三个时点进行，2021年10月4日发放问卷A，由调研企业的部门组长填写数字化转型问卷；2021年11月16日向上一阶段被试者的下属发放问卷B，测量变量为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反馈；2021年12月23日继续向第二阶段被试者发放问卷C，测量变量为员工越轨创新。总计匹配回收问卷405份，剔除79份无效问卷，取得有效问卷326份，有效回收率为80.49%。其中，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共计有182名，占比55.8%；年龄方面，46-55岁人数最多，共计有107名，占比32.8%；学历方面，本科人数最多，共计有188名，占比57.7%；工作年限方面，9年以上人数最多，共计有103名，占比31.6%；岗位类别方面，管理岗人数最多，共计有125名，占比38.3%；行业分类方面，金融业人数最多，共计有117名，占比35.9%；企业性质方面，国有企业人数最多，共计有114名，占比35.0%；企业规模方面，以50-100人居多，共计有91名，占比27.9%。
3.2测量工具
为进一步保障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本研究所选取的量表均出自国内外高水平刊物，并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进行测量，其中，“1=完全不同意；2=不完全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第一，数字化转型。采用池毛毛等[34]所研发的量表，共计3个测量条目，例如“企业正在使用数字化技术改变业务流程”等。
第二，促进调节焦点。采用Lockwood等[35]所研发的量表，共计9个测量条目，例如“我会花时间设想如何获得预期成功”等。
第三，工作重塑。采用Slemp和Vella-Brodrick[36]所研发的量表，为更好地契合研究主题，仅选取任务重塑维度，该维度共计5个测量条目，例如“我会主动调整任务类型或范围以便更好地完成工作”等。
第四，上级发展性反馈。采用Zhou[31]所研发的量表，共计3个测量条目，例如“上司会提供有助于我发展的信息”等。
第五，员工越轨创新。采用Criscuolo等[37]所研发的量表，共计5个测量条目，例如“我会在从事的工作之外思考一些新创意”等。
3.3控制变量
考虑到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岗位类别、行业分类、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影响，因而将以上要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度。
4实证分析与研究结果
4.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哈曼单因素法，将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反馈以及员工越轨创新的测量条目置于一起，实施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首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33.867%，未超过40%的判别建议，因而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4.2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依次分析变量信度、聚合效度以及区分效度。首先，由表1可见，测量条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7，符合标准；其次，由表2可见，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反馈以及员工越轨创新的Cronbach’s ɑ系数和CR值均大于0.8，变量信度达标，且AVE值均大于0.6，变量聚合效度亦达标。







表1 测量条目与标准化因子载荷量（N=326）
	变量
	测量条目
	因子载荷

	数字化转型
	企业正在运营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商务流程
	0.758

	
	企业正在使用数字化技术改变业务流程
	0.792

	
	企业的商务运营正在朝着利用数字化技术而转变
	0.814

	促进调节焦点
	工作中我通过抓住机会从而使我的晋升目标最大化
	0.792

	
	我倾向于在工作中冒险，以取得成功
	0.779

	
	如果有机会参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我会接受
	0.782

	
	如果工作不能让我晋升，我很可能换一个新工作
	0.790

	
	选择工作时，成长机会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因素
	0.807

	
	我会专注于完成那些能使我进一步晋升的工作任务
	0.786

	
	我会花时间设想如何获得预期成功
	0.798

	
	我的工作会受到自己志向蓝图的影响
	0.774

	
	对未来的期望是我工作的动力
	0.824

	工作重塑
	我会采用新方法改善我的工作
	0.805

	
	我会主动调整任务类型或范围以便更好地完成工作
	0.793

	
	我会承担一些适合个人技能或兴趣的新工作任务
	0.812

	
	在工作中，我会主动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任务
	0.781

	
	我会优先考虑适合我技能或兴趣的工作任务
	0.826

	上级发展性反馈
	上司给予反馈的目的主要是帮助我学习和提高
	0.778

	
	上司会提供有助于我发展的信息
	0.795

	
	上司会给我提供有助于提高工作绩效的信息
	0.794

	员工越轨创新
	我能根据计划灵活安排工作任务，进而发掘潜在商业机会
	0.808

	
	除了组织分配的任务外，我会投入精力去做更多工作
	0.750

	
	我会在从事的工作之外思考一些新创新
	0.834

	
	我正在开展一些可以接触新领域的子项目
	0.809

	
	我主动花费时间进行非官方项目以丰富未来官方项目
	0.786



表2 信度与聚合效度分析结果（N=326）
	变量
	Cronbach’s ɑ
	CR
	AVE

	数字化转型
	0.831
	0.831
	0.622

	促进调节焦点
	0.938
	0.938
	0.628

	工作重塑
	0.901
	0.901
	0.646

	上级发展性反馈
	0.831
	0.832
	0.623

	员工越轨创新
	0.897
	0.897
	0.637


继而，对研究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分析。由表3可见，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反馈、员工越轨创新的KMO值分别为0.722、0.959、0.882、0.724、0.872，均在0.7以上，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均显著，且累积解释方差均大于60%，适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3 KMO和Bartlett分析结果（N=326）
	变量
	KMO
	Bartlett
	sig
	累积解释方差

	数字化转型
	0.722
	367.475
	0.000
	74.728%

	促进调节焦点
	0.959
	1997.238
	0.000
	66.936%

	工作重塑
	0.882
	943.067
	0.000
	71.636%

	上级发展性反馈
	0.724
	368.293
	0.000
	74.824%

	员工越轨创新
	0.872
	924.432
	0.000
	70.890%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4，从中可得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最优，χ2/df = 1.245，CFI = 0.987,IFI = 0.987,TLI = 0.985，RMSEA = 0.027,RMR = 0.039，变量区分效度达标。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26）
	模型
	χ2/df
	CFI
	IFI
	TLI
	RMSEA
	RMR

	五因子模型：DT，PF，JC，SDF，EBI
	1.245
	0.987
	0.987
	0.985
	0.027
	0.039

	四因子模型：DT+PF，JC，SDF，EBI
	2.601
	0.911
	0.912
	0.901
	0.070
	0.088

	三因子模型：DT+PF+JC，SDF，EBI
	5.998
	0.719
	0.721
	0.691
	0.124
	0.159

	二因子模型：DT+PF+JC+SDF，EBI
	7.306
	0.643
	0.645
	0.610
	0.139
	0.173

	单因子模型：DT+PF+JC+SDF+EBI
	9.567
	0.514
	0.516
	0.470
	0.162
	0.183


注：DT代表数字化转型；PF代表促进调节焦点；JC代表工作重塑；SDF代表上级发展性反馈；EBI代表员工越轨创新。
4.3描述性统计
由表5可见，对研究变量进行相关性系数分析，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与员工越轨创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 = 0.348，p < 0.001；r = 0.446，p < 0.001；r = 0.512，p < 0.001），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
表5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326）
	变量
	1
	2
	3
	4
	5

	1.数字化转型
	-
	
	
	
	

	2.促进调节焦点
	0.273***
	-
	
	
	

	3.工作重塑
	0.362***
	0.238***
	-
	
	

	4.上级发展性反馈
	-0.025
	0.003
	0.006
	-
	

	5.员工越轨创新
	0.348***
	0.446***
	0.512***
	0.023
	-

	平均值
	3.753
	3.681
	3.839
	3.637
	3.610

	标准差
	0.875
	0.879
	0.885
	0.917
	0.925


注： *代表p < 0.05，**代表p < 0.01， ***代表p < 0.001（下同）。
4.4假设检验
4.4.1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H1）、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H2和H3），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由表6可见，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M1，β = 0.349，p < 0.001），H1得到验证。M2、M3和M4检验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M2，β = 0.270，p < 0.001；M3，β = 0.360，p < 0.001），同时纳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后（M4），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β = 0.349下降为β = 0.120，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对员工越轨创新的正向影响则显著（M4，β = 0.326，p < 0.001；M4，β = 0.390，p < 0.001），因此，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H2、H3得到验证。
继而采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总效应显著（β = 0.368，95%CI = [0.260，0.476]）；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126，95%CI = [0.026，0.225]）；促进调节焦点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92，95%CI = [0.054，0.144]）；工作重塑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150，95%CI = [0.103，0.215]）。由以上可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总效应值等于直接效应值与两段间接效应值之和，表明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H2、H3进一步得到数据支持。
表6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回归结果（N=326）
	变量
	促进调节焦点
	工作重塑
	员工越轨创新

	
	M2
	M3
	M1
	M4

	性别
	-0.060
	-0.004
	-0.102
	-0.081

	年龄
	0.015
	-0.070
	0.010
	0.032

	学历
	-0.076
	0.077
	0.006
	0.001

	工作年限
	-0.010
	0.013
	-0.064
	-0.066

	岗位类别
	-0.024
	0.056
	0.027
	0.013

	行业分类
	0.058
	-0.002
	-0.018
	-0.036

	企业性质
	-0.019
	0.053
	0.023
	0.009

	企业规模
	-0.029
	0.011
	0.066
	0.071*

	数字化转型
	0.270***
	0.360***
	0.349***
	0.120*

	促进调节焦点
	-
	-
	-
	0.326***

	工作重塑
	-
	-
	-
	0.390***

	R2
	0.086
	0.151
	0.138
	0.402

	ΔR2
	0.072
	0.128
	0.120
	0.384


4.4.2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及工作重塑关系的调节效应（H4和H5），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如表7所示。M2、M5和M6检验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促进调节焦点（M2，β = 0.270，p < 0.001），纳入上级发展性反馈后（M5），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β = 0.270上升为β = 0.271，且数字化转型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交乘项正向影响促进调节焦点（M6，β = 0.156，p < 0.05），这意味着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存在，H4得到验证。M3、M7和M8检验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工作重塑（M3，β = 0.360，p < 0.001），纳入上级发展性反馈后（M7），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β = 0.360上升为β = 0.361，且数字化转型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交乘项正向影响工作重塑（M8，β = 0.171，p < 0.05），这意味着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存在，H5得到验证。
表7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N=326）
	变量
	促进调节焦点
	工作重塑

	
	M2
	M5
	M6
	M3
	M7
	M8

	性别
	-0.060
	-0.056
	-0.043
	-0.004
	-0.001
	0.012

	年龄
	0.015
	0.017
	0.022
	-0.070
	-0.068
	-0.063

	学历
	-0.076
	-0.079
	-0.079
	0.077
	0.075
	0.076

	工作年限
	-0.010
	-0.021
	-0.037
	0.013
	0.007
	-0.010

	岗位类别
	-0.024
	-0.026
	-0.029
	0.056
	0.055
	0.052

	行业分类
	0.058
	0.059
	0.058
	-0.002
	-0.001
	-0.002

	企业性质
	-0.019
	-0.021
	-0.022
	0.053
	0.052
	0.050

	企业规模
	-0.029
	-0.032
	-0.034
	0.011
	0.009
	0.007

	数字化转型
	0.270***
	0.271***
	0.256***
	0.360***
	0.361***
	0.344***

	上级发展性反馈
	-
	0.034
	0.042
	-
	0.018
	0.027

	数字化转型×上级发展性反馈
	-
	-
	0.156*
	-
	-
	0.171*

	R2
	0.086
	0.087
	0.101
	0.151
	0.151
	0.169

	ΔR2
	0.072
	0.073
	0.014
	0.128
	0.128
	0.017


为更直观地表现调节效应，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和上级发展性反馈均分为高、低两组。由图2可知，上级发展性反馈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促进调节焦点的促进作用越强，表明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间的关系，H4进一步得到验证；由图3可知，上级发展性反馈越高，数字化转型对工作重塑的促进作用越强，表明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间的关系，H5进一步得到验证。


图3 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之间的调节效应

图2 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之间的调节效应








4.4.3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由表8可见，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调节焦点对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在高上级发展性反馈组别下的效应值（β = 0.152，95%CI = [0.092，0.222]）高于低上级发展性反馈组（β = 0.103，95%CI = [0.058，0.164]），因此，H6得到验证。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在高上级发展性反馈组别下的效应值（β = 0.225，95%CI = [0.159，0.311]）亦高于低上级发展性反馈组（β = 0.162，95%CI = [0.108，0.231]），因此，H7得到验证。
表8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326）
	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员工越轨创新

	自变量
	调节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标准误
	95%CI

	
	
	
	
	LLCI
	ULCI

	数字化转型
	低上级发展性反馈
	0.103
	0.026
	0.058
	0.164

	
	高上级发展性反馈
	0.152
	0.034
	0.092
	0.222

	数字化转型→工作重塑→员工越轨创新

	自变量
	调节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标准误
	95%CI

	
	
	
	
	LLCI
	ULCI

	数字化转型
	低上级发展性反馈
	0.162
	0.031
	0.108
	0.231

	
	高上级发展性反馈
	0.225
	0.038
	0.159
	0.311


5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置换自变量的测量变量：对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方法加以改变，借鉴Valdez-de-Leon[38]研发的量表，测量条目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开展业务流程变革，不断提升和扩大变革创新成果”、“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组织敏捷性”、“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与外部合作伙伴相连，建立了综合平台开展协作”、“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了创新活动流程”，该量表的Cronbach’s ɑ系数大于0.8，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β = 0.363，p < 0.00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促进调节焦点（β = 0.272，p < 0.00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工作重塑（β = 0.367，p < 0.001）；纳入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β = 0.363下降为β = 0.131，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对员工越轨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302，p < 0.001；β = 0.410，p < 0.001）。证明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成立；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交乘项正向影响促进调节焦点（β = 0.146，p < 0.05），证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成立；数字化转型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交乘项正向影响工作重塑（β = 0.172，p < 0.05），证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与工作重塑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成立；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调节焦点对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在高上级发展性反馈组别下的效应值（β = 0.140，95%CI = [0.082，0.212]）高于低上级发展性反馈组（β = 0.097，95%CI = [0.048，0.155]）；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越轨创新的间接效应在高上级发展性反馈组别下的效应值（β = 0.235，95%CI = [0.162，0.319]）亦高于低上级发展性反馈组（β = 0.170，95%CI = [0.111，0.242]），证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中介作用的正向调节效应成立。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6、表7、表8趋于一致，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6结论与讨论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将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作为中介变量，将上级发展性反馈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得到如下结论：
（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数据赋能得以推进，新的运营模式对员工的数字业务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个体心理资源受到损耗。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个体具有保存资源不受损耗的倾向。因此，在此情境下，员工将对自身行为加以改变，树立个人正面形象，减少未来受损的几率，加之其创新思路被海量数字信息所激活，在相对自由的工作环境中会私下推进创新想法，越轨创新得以产生。
（2）促进调节焦点部分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转型基于区块链等技术拓宽了企业的信息渠道，使员工处于获得性的认知框架，其促进调节焦点得以激活。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更多资源有利于个体形成资源增值螺旋。因此，在促进调节焦点这一状态性资源的加持下，员工信心得以强化，更倾向以实现理想自我为目标，偏好求索创造并私下落实创新想法，进而产生越轨创新行为。
（3）工作重塑部分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转型打造的“赋能”、“上云”模式，致使工作流程发生转变，员工为适应数字化的新模式，将通过工作重塑使个体资源与工作要求的匹配度得到提升，其收获了积极的心理体验，充裕了自身心理资源。资源保存理论提出，更多资源可以进一步形成增值螺旋。这强化了员工的创新内驱力，其愿意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实践角色外的创新想法，越轨创新得以产生。
（4）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促进调节焦点→员工越轨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工作重塑→员工越轨创新”两条中介路径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资源保存理论指出，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不易受到压力的侵袭。因此，在上级发展性反馈这一组织资源的作用下，缓冲了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压力，不仅促使员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数字化转型，而且有助于员工促进调节焦点的激活和工作重塑行为的诱发，进而推动员工越轨创新。即员工所获上级发展性反馈越高，促进调节焦点及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则越强。
6.2理论意义
（1）本研究扩展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变量的探索。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学界普遍更为关注的是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变革、数字营销等议题，而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及组织行为等领域的考察则相对不足[39-40]，有关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行为的研究更是尚付阙如。因此，本研究立足企业实践，聚焦于一个十分重要却又被当前数字化转型研究所忽略的热点话题——员工越轨创新，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出发构建研究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的诱发作用，填补了既有研究的缺口，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奠定基础。
（2）本研究加深了对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的理解。当前有关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大多基于宏观视角与案例分析，鲜有实证研究且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因此，从不同理论视角探析数字化转型作用的发挥机制尤为重要。学者对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的研究采用了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IT能力理论等[41-42]，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注入新的理论元素。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构建并验证了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推动员工越轨创新的双中介模型，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理论元素，而且探讨了数字化转型诱发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
（3）本研究澄清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进一步揭示出数字化转型作为有效的变革策略，其对个体效用的发挥受到上级发展性反馈的影响，丰富了仅强调数字化转型积极作用的单一视角。研究表明，较之高上级发展性反馈，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的助推作用相对疲软，这说明组织因素在数字化转型发挥效用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的理解。
6.3实践启示
（1）企业可以考虑与科研院所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挖掘异质性资源。同时，进一步构筑技术共享机制、打造数字人才引育体系，以技术和人才为依托，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强化人机协同效应，借助信息传导机制打破组织“数据孤岛”的窘境，激发员工创新思维，获得组织发展红利；（2）企业可以通过营造“发展进步”的组织文化、赋予员工挑战性任务、建立绩效考评等方式，促使员工对未来充满希望，激活个体促进调节焦点，引导其实践创新想法，从而助益企业发展；（3）企业可以适当减少对员工的工作限制，强调结果导向，弱化过程监督，使员工在工作岗位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诱发个体工作重塑行为，为其进一步投入角色外创新提供条件，进而帮助企业取得更为丰富的尖端创新成果；（4）企业亦要重视越轨创新的两面性，活用上级发展性反馈这柄组织层面的“控制器”。当企业处于成长上升阶段时，宜提高上级发展性反馈水平，针对员工诉求予以积极回应，为其改进工作体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促进调节焦点得以更为强化的激活并衍生更为显著的工作重塑行为，从而激发员工越轨创新，帮助企业取得突破性创造成果，加速企业发展。当企业处于平稳运营阶段时，则以“稳”字当头、“保”字为先，秉持逐步发展原则，在保障工作得以正常推进的情况下，管理者可以适当减少反馈，与员工“保持距离”，树立领导威严，并采取有效措施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加以控制，规范个体组织行为，按照既定战略方针推进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6.4不足与展望
[bookmark: _GoBack]（1）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域，从内在动机、外在行为两个维度揭示了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机制，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路径尚未发掘，后期研究可基于多维视角进行深入探析；（2）“员工越轨创新”这一变量的测量来自于被试者的主观判断，后期可由上级对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加以评判，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3）受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样本涉及行业不足，后期可增扩样本容量，锚定更多行业，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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